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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雇佣数字劳动与“数字化个体冶
———数字经济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嬗变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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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据逐渐成为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推动数据成为商品,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包括雇佣和非雇佣两

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在雇佣体系内生产“生产经营数据冶,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在雇

佣体系外生产“个人数据冶“中间数据冶和“公共数据冶,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的成

果及其剩余价值;为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来源,资本势力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生产领域向

生活领域入侵,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从事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劳动者被抽

象为一条条数据从而成为“数字化个体冶;“数字化个体冶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劳

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
为被资本家剥削的对象,而资本为“数字化个体冶再生产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劳动对资本的

依附性则进一步增强。 可见,数字资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剥

削范围、提高了剥削强度、增强了剥削隐蔽性。 因此,我国在积极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不
能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共同

富裕。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据商品;数字劳动;非雇佣劳动;数字化个体;数字平台

中图分类号:F030;F062郾 4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鄄8131(2021)05鄄0034鄄12

一、引言

当前,数字技术对整个经济体系的渗透、改造和重构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转

型,形成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王静田 等,2020) [1]。 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数字经济,不仅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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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也推动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 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社会形态,在
数字经济大潮中,其正以数据商品为核心、以数字平台为依托从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

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转变。 正如丹·席勒(2001)所言,“网络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

的范围,这在以前从未发生过……因特网正在带动政治经济向所谓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冶 [2]。 学界对数

字平台与新型生产方式的分析,不但衍生出诸如“数字劳动冶“玩工冶“共享经济冶“数字剥削冶等各类新术

语,而且从不同视角就数字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正负面影响展开了诸多有益探讨,其中,数字劳

动、剥削和利益分配等议题尤其受到关注。
一方面,有些研究认为,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会使人的所有社会活动都成为资本的无偿劳动,剥削

和社会分化将进一步加剧,进而加速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新的商业

模式,平台经济所带来的“共享冶效应对推进生产生活方式的革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资
本主义社会也将凭此维持经济增长并焕发活力。 总体来说,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探究了这些正、负面效应

缘何而起以及通过怎样的机制发挥作用,进而探讨如何规避负面效应并尽可能使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

更好地服务于人本身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中,“数字劳动冶的出现及其引致的“数字鸿沟冶“数字剥削冶
等问题备受关注。 相关文献研究了数字劳动的起源、定义、分类、效应等,但很多关键性议题,如数字劳

动的形式、数字劳动中剩余价值的来源及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过程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突破,而这

恰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主要从数字劳动的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引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化。 与传统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不同的是,数字经济中的大量数字劳动以“非雇佣冶的形式广泛地参与生产并创造价值。 除被数字企

业雇佣的劳动者外,数字用户的相关日常活动都被纳入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使“活动冶成为“劳动冶,
创造出巨量的“数据商品冶;在资本和技术的作用下,这些非雇佣数字劳动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的雇佣劳

动有所差异,但实质上依然从属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形成数据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重要源泉。 对

此,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数据分类的基础上将数字劳动划分为雇佣和非雇佣两

种形式,重点讨论了非雇佣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过程及其引致的个体数字化,并就“数字化个体冶对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具体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基于数据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分析

数据商品化过程及数据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然后,研究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结构,指出数字劳动包

含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两种形式,重点考察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最后,在非雇佣数

字劳动的基础上提炼出“数字化个体冶概念,进而基于“数字化个体冶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进趋

势进行了探讨。

二、数据商品及其二重性

在《资本论》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庞大

的商品堆积冶不仅表现为物质商品的极大丰富,还表现为数据商品的指数式增长,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最

为显著的特征之一。 与传统商品一样,数据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但在具体内容上又有所

差异。 这里,主要通过对数据的分类和数据商品二重性的分析,揭示资本热衷于收集处理数据的根本

原因。

1. 数据: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2016)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

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

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3]。 随着大数据、IoT、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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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系中的各项生产生活都或多或少具备数字化特征,而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化生产的核心要

素,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源冶(杨佩卿,2020) [4]。
与以往的工业革命一样,数字革命也源自技术进步。 但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首先从工业生产价值

创造中最重要的环节———生产环节开始的,即对生产方法及相关能源进行改变。 而在数字经济中,企业

首先注重广告宣传、服务和贸易,然后才考虑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顾客成为市场主体(乌尔里希·森德

勒,2018) [5]。 如何挖掘、收集、处理生产和服务所需要的数据,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更好把握市场动态并

获取有效客户反馈,成为企业关心的重点。 传统资本主义商业模式没有经过精心的设计,不能有效提取

和使用数据,其经营方法是在一个大部分信息丢失的工厂里生产商品然后出售,大量公司外部数据甚至

相当量的内部活动数据都未能被收集和利用,只能够从生产流程和客户使用过程中提取相对有限的数

据(尼克·斯尔尼塞克,2018) [6]97。 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带动下,数据是信息和数字技术的基础要素,
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数据量开始迅速膨胀。 据研究,2016 年全球连接 IoT(物联网)的设备约 80 亿台,2020
年这一数据将达到 500 台,2030 年将达到 1 兆台;2020 年物联网网络价值将升至 2016 年的 39 倍,到
2030 年将达到 1郾 5 万倍;2000 年全年的社交网络数量仅相当于 2018 年一天的量,到 2020 年更是只相当

于其 1 小时的量(此本臣吾,2020) [7]。 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的是生产劳动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升,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数字化的实质是“网络效应冶:使用平台的用户越多,平台就越有价值(尼克·斯尔尼塞

克,2018) [6]51。 网络效应所带来的“万物互联冶能够有效地将零散的生产力整合起来,提升生产的社会化

水平和经济效率。

2. 数据的所有权与分类

数字经济实现了生产力水平和效率的提高,也使数据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要素,而在市场经济中要

素配置有效的前提是所有权清晰。 但是,当前数据所有权模糊并被忽视,这是产生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

症结所在。 从所有权角度来看,可将数据大致分为四个类型:一是纯个人数据或隐私数据。 这部分数据

的所有权完全属于个人,它主要是人们在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所产生的数据,比如私人行程、私人相册、通
讯录、电话短信记录、录音等,个人有完全权利决定该数据的使用与否和使用范围。 二是生产经营数据。
这部分数据的所有权属于产生数据的生产单位,如企业生产运营中的各项指标、运输和销售数据等,生
产单位对该类数据的使用有完全权利。 三是中间数据。 这部分数据的所有权难以确认,因为这些数据

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是由个人创造,但数据发掘由企业来完成,比如微博、微信、淘宝的点赞和转发记

录、浏览网页时目光停留在某个商品或文字的时间等。 企业付出一定投入发现和收集和处理这些数据,
理论上企业和原始数据产生者共同拥有这部分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但其份额如何划分以及如何防

止企业滥用或不当使用这些数据都是现实中的难题。 四是公共数据。 这部分数据的所有权属于公共团

体,如政府机关、社会非营利性组织等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可以为社会各界所用,但这些数据被企业或

个体利用所带来的收益应该如何分配还无定论。 在这四类数据中,所有权归属最易界定的是生产经营

数据和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的所有权及其收益分配都是不易界定的(见表 1)。

表 1摇 基于所有权的数据分类

数据类型 内容 所有权

个人数据 私人行程、相册、通讯录等 个人

生产经营数据 企业生产各项指标、销售数据等 企业

中间数据 点赞和转发记录、目光停留时间等 个人和企业

公共数据 政府机关、社会非营利性组织公开发布的数据等 公共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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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资本不断加强对数据进行收集加工处理的能力,使数据成为商品并进行交易而盈利,是当代资本主

义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尤尔根·哈贝马斯(1999)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决定着技术进步的方向、
作用和速度[8]。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原有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模式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平均利润率

下降以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 随着制造业盈利能力的长期下滑,面对物质生产领域的低迷状况,资
本主义生产开始转向数据生产,并将它作为维持经济增长和获利的一种方式(尼克·斯尔尼塞克,
2018) [6]7。 当各类传感器、网络基础设施、智能设备等科技成果遍布人类社会的各个生产生活领域时,
生产数据商品背后所蕴藏的巨大机遇和利益便展现出来。

互联网用户在网络上创造数据的过程就是生产数据原材料的过程,企业收集、整理、加工这些数据,
将数据作为生产和服务的中间产品或是直接以商品形式出售。 因此,数据不再仅仅是信息,也是劳动成

果和商品。 消费者同时也以生产数据的劳动者身份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中,成为社会化生产不可或缺的

部分。 20 世纪 70 年代,Mcluhan 和 Nevitt(1972)就注意到“生产与消费合一冶的现象,将参与这一活动的

人称为“生产性消费者冶,并认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界限将变得模

糊[9]。 “产消合一冶使人们消费他们自身生产的产品,劳动成为与他人交换的直接形式 (姚建华,
2019) [10]123。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智能设备广泛普及,数字平台收集人们生产生活信息的能力大幅提

升,出现了诸如 Facebook、Airbnb、Uber 等一系列国际性垄断数字平台。 这些数字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包

含两种:一是“交叉补贴冶(或“交叉盈利冶)。 平台收集个人身份信息、消费偏好、浏览记录等大量数据,
通过先进的数据算法,尽可能掌握“完全市场信息冶以拥有精准的消费预判能力,并将信息出售给广告商

使其可以针对个人精准投送广告,平台企业以此获取利润。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谷歌的广告收入达到

1 163 亿美元,占全球广告收入总额的 32% 淤。 二是“佣金模式冶。 平台利用获取交易双方的信息来撮合

交易,进而赚取团购差价或进行一定比例的抽成。 这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数据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要

素,并被塑造成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几乎一切生产生活数据都能够被资本收集、使用和出售,并以此盈

利。
与传统物质性商品一样,数据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 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是

一种预判能力(Predictions)。 Fuchs(2011)在“产消者冶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产消商品(Prosumer
Commodity)冶的概念[11]。 以用户、数字平台、广告商这一经典三方交易模式为例,在市场中,生产者总是

希望尽可能掌握更多市场信息,包含消费者偏好、消费者消费能力、市场整体需求等。 平台通过收集大

量用户信息并利用先进的算法处理进行市场偏好分析,进而可以进行迎合消费者偏好的精准广告推送,
从而协助生产者更好地实现从商品向货币转化“惊险的跳跃冶。 对消费者和市场精准的分析和预估成为

数据商品的卖点所在,这也是数据商品使用价值的内涵。 因此,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以增加数据商品的

使用价值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资本扩大盈利的重要手段。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据不再仅仅是劳动对象,也成为劳动产品,使数据商品具有了

价值。 数据商品的价值与传统商品一样,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与传统物质生产活动

中商品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相比,数据商品的价值包含的人类劳动更加多元,除了企业内的雇佣

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外,还包括企业外数据生产过程中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非雇佣劳动力创造的价

值。 随着技术水平提升,非雇佣劳动被更广泛地吸收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体系内,而且其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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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三、雇佣形式和非雇佣形式的数字劳动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剥削。 “产消合一冶和数据商品出现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资本剥削从生产领域向

生活领域的进一步入侵,推动着一些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人类实践活动转变为生产性劳动。 数据不

是凭空产生或自然出现的,而是耗费了一定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产物,生产数据的

劳动就是数字劳动。 资本通过占有数字劳动成果丰富了剩余价值来源,使参与网络活动的每个个体都

能够被资本转化为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力。 进而,在资本控制力不能增强的背景下,资本将其雇佣体系

内和雇佣体系外的所有社会人全部卷入其生产过程,并剥削其剩余价值。

1. 数字劳动概念的提出

数字劳动的出现与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20 世纪 70 年代,Smythe(1977)提出“受众商品冶
“受众劳动冶等范畴,认为人类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受众的注意力成为商品并被出售给广告商。 一方

面,受众将注意力放在广告上构成了一种“受众劳动冶;另一方面,作为对商业信息的回应,受众的消费成

为必要劳动。 消费扩大驱使受众劳动回到工作中,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得以再生产出来[12]。 21 世纪

初,Terranova(2000)明确提出了“数字劳动冶的概念,其主要包含建立和浏览网站、阅读、写邮件等网络活

动,并认为是“现代血汗工厂冶的延续[13]。 此后,奈格里、拉扎拉卡等“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冶的学者从劳

动的非物质性角度指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诸如“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冶等非物质劳动正

占据愈发重要的地位(许纪霖,2006) [14]。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2019)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

值理论指出,“数字劳动实际上具有明显的物质属性,数字劳动包含所有有酬和无酬劳动,它帮助创造那

些作为商品出卖的数字技术、内容和数据冶,并认为“资本控制并拥有他们的人格(奴隶)、劳动力(雇佣

工人)、生产和生活资料(外包合同劳动)、劳动产品(无报酬和报酬不足的劳动)冶 [15]。 总的来看,广告

和平台的作用远不止传播信息,无偿或低价占有用户所创造的数据商品价值,已成为资本主义新的利润

来源,大数据加资本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数字劳动与数字活动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技术进步呈现出“偏向性冶,表现为技术红利的分配在不同阶级间存

在较大差异,相对于劳方,资本在红利产生和分配的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 回溯历史,从 18 世纪英国的

“圈地运动冶到各种知识产权保护法案的陆续实施,从 20 世纪无线电行业“频率带宽公地冶争夺到数字经

济时代各大企业巨头争夺“数字公地冶资源,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私有财产范围不断扩大的基础上。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升,社会资源愈发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不断论证着马克思的一个经典命

题:“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冶 [16]338。 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社会数字经济的发展,就是资

本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从非生产性人类活动中挖掘数据原料,将一些本不属于生产性劳动的人类实践

活动转为生产性劳动,从而极大地拓展剩余价值的来源渠道。
相比数字劳动,数字活动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行为。 随着数字化程度加深,数字活动在人类实践

活动中的地位愈发重要。 此本吾臣(2020)认为,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由劳动社会向活动社会的转变[7]。
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能够以数据形式呈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加便捷,很大程度解决了信息不对

称、不充分问题。 出于逐利本性,资本主义衍生出“交叉盈利冶等商业模式,以相对低廉的方式给客户提

供生产生活所需要的服务,同时大规模投资服务器、基站、应用程序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高薪聘用高端

研发人才,寻求在“数字公地冶争夺战中占据优势。 正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总结:“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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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冶 [17]。
与传统劳动不同,数字劳动通常与非生产性的人类实践活动融合为一体,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进一步隐

匿。 劳动与活动的边界日渐模糊,资本通过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拥有以较低代价甚至无偿占有劳动成

果的能力,极大扩展了生产数据商品的劳动来源。 资本具有这一能力不仅仅是由于其拥有对数据处理

的绝对统治力,还由于数据所有权界定的不清客观上导致个体的数据所有权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实质上

的数字劳动也不被承认。 因此,在研究数字劳动过程中,这种与人类实践活动融合的非雇佣形式的劳动

必须被区分出来并着重分析。

3. 非雇佣形式的数字劳动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发布的《2018 年未来就业报告》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18)指出,到 2022 年,机器将覆盖全球 42% 的工作任务,2025 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至

52% 淤。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资本垄断的数字平台相继崛起,利用数字技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

组织演进。 欧洲的研究数据表明,2郾 5%的在线平台劳动者一般的经济收入来自平台,对于大部分劳动

者而言,在线平台的收入是他们额外经济收入的来源(姚建华 等,2019) [18]。 就业变迁过程中数字劳动

占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将进一步攀升,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约甚至非法的。 同时,资
本借助数字平台等技术广泛收集数据,实现对其雇佣体系外的劳动的占有。

网络已成为形塑当代资本主义生活并同时被形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技术体系( socio鄄technical
system)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等,2017) [19]。 在这个体系中,企业越是能够获取更多与生产经营有关

的数据,就越能够在市场中取得优先权和竞争优势。 对于前文提到的四种类型数据,生产经营数据的所

有权比较容易界定,由于生产这种类型数据的是企业内部的雇佣劳动者,因此其所有权属于企业,雇佣

劳动者生产数据的劳动即为雇佣形式的数字劳动(即雇佣数字劳动)。 而对于个人数据、公共数据和部

分中间数据,数据生产的主体则是处于企业的雇佣体系之外的,生产此类数据的劳动称为非雇佣形式的

数字劳动(即非雇佣数字劳动),其劳资关系往往被认定为“劳务关系冶而非“劳动关系冶 (周绍东 等,
2021) [20]。 也正因为不存在清晰的雇佣关系,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及其权益的实际归属是不明确的。

非雇佣数字劳动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新兴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导致企业边界变得模糊,将原本

需要雇佣劳动才能完成的工作交给企业外部的“社会人冶来完成,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新趋势的

具体表现。 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企业规模取决于企业组织内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的对比,当在企业

组织内交易的成本超出在市场中执行同样交易的成本时,企业的规模就面临限制。 随着“众包冶“玩工冶
等新劳动形式的不断发展,相对企业组织内交易成本而言,市场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企业能够在不扩大

甚至缩小规模的前提下具备更强的竞争力。 其原因有三点:一是数字平台能够提供高效的搜寻服务,寻
找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需的信息、人员以及资源的效率显著提升,进而大大降低企业的搜寻成本。 二是

数字平台能够建立起相对有效的双向选择机制和信用保障体系,从而降低企业为生产活动所付出的谈

判成本、保密成本和合同监管成本等(唐塔普斯科特 等,2016) [21]90。 三是数字平台能够将生产或服务的

不同环节配给不同主体进行协作生产,从而降低各环节之间的协调成本。
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探讨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形成过程,厘清这一过程,有

助于理解非雇佣数字劳动的本质属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货币占有者想把货币转化为资本,
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冶 [16]197。 工人通过出卖自身劳动力得到相应报酬,而劳动力商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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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能创造出新的价值,且这个新价值比劳动力自身的价值更大,价值增值的奥秘便在于资本购买到了劳

动力这一特殊商品。 在数据商品生产过程中,资本不仅通过市场购买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劳动,还以相对

低的代价获取更广泛存在的数据原材料,而生产这些数据原材料的劳动者没有与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

约(没有形成雇佣关系),所得到的报酬也微乎其微。 这便是一种典型的非雇佣形式的劳动,其广泛存在

于生产个人数据、中间数据和公共数据的活动中,并被囊括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见图 1)。

图 1摇 数据商品生产的劳动结构

由于非雇佣劳动的出现,数据商品的价值构成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数据商品的价值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是雇佣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与传统物质商品生产部门的雇佣劳动类似,雇佣数字劳动者在劳动过

程中接受资方的统筹安排,如信息技术企业的雇佣员工,他们在工作中产生或处理的数据被用于生产或

服务。 其二是非雇佣劳动创造的价值。 非雇佣数字劳动在虽然在形式上与传统雇佣劳动有所不同,但
当用户使用相关产品和服务或同意使用条款时,就自动地与资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隐形雇佣合约冶并被

纳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赋予了资本低成本甚至无偿占有数字劳动及其劳动成果的权利。 因此,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的构成也可进一步细分为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 传统

商品价值构成为:W=c+v+m,即商品价值等于不变资本、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和。 对于数据商品而

言,它的价值构成同样分为三个部分。 其中 c 是生产资料价值,主要是企业为收集、传输和处理数据所

投入的各种设备的价值;v 主要是为雇佣劳动力而支出的劳动力价值(工资);m 是雇佣数字劳动和非雇

佣数字劳动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之和,分别为 m1和 m2,且有 m =m1 +m2。 由此,数据商品的价值构成为

W=c+v+m1+m2,剩余价值率为 m忆=m / v =(m1+m2) / v。
在数字经济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企业的影响力范围超出了由物质资源决定的实体边界,即企

业的实体边界与能力边界出现分离,企业的边界变化呈现出“实体边界不断缩小、能力边界不断扩大冶的
趋势(徐礼伯 等,2014) [22]。 调查显示,数字技术发展并未对自工业化以来的资本主义企业层级化架构

产生显著冲击,但新型互联网公司雇佣员工人数大大低于传统产业。 在美国,制造业领域雇员人数是数

字技术产业雇员的 4 倍,Google 拥有约 6 万名直属员工,Facebook 拥有 1郾 2 万名员工,而 WhatsApp 以

190 亿美元被收购时只有 55 名员工,Instagram 以 10 亿美元被收购时只有 13 名员工;相比之下,在传统

产业,1962 年 AT&T 拥有 56郾 4 万员工,Exxon 拥有 15 万名员工,GM 员工数则有 60郾 5 万[21]137。 资本通

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技术垄断提高非雇佣劳动在数据商品生产中的作用,并压低雇佣劳动力价值在

数据商品价值中的比例,进而在可变资本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大幅度提高剩余价值 m2,由此显著提升剩

余价值率。 资本收集到的个人数据、中间数据以及公共数据越多,强占和窃取的非雇佣数字劳动成果越

多,剩余价值 m2就越多,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剩余价值率就越高,这也是当代资本垄断的数字平台

能以有限雇佣体系把控巨量社会资源的奥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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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化个体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进

Robins 和 Webster(1999)指出:资本正在通过信息革命进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毛孔,实现

了资本势力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的全方位入侵,致使非雇佣数字劳动以及资本对数字网络中每个社

会人的剥削得以广泛存在[23]。 在此背景下,人的一切生产生活行为都可被抽象为数据,并被塑造为资本

主义生产的原材料,形成“数字化个体冶。 由此引致的生产关系演进及其社会负面效应,亟待探讨和

解决。

1. 数字化个体:冰冷数据的多维加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状况,并力求使

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冶 [24]。 资本控制下的数字平台运用信息优势构造新的生产方式,在个体层面上

集中表现为各项人类活动的数字化,人类活动的各项指标、信息以数据形式被资本系统地收集、处理和

利用。 “人冶从各种维度被抽象为一条条数据,在资本家眼中“人冶不再是具有情感、意志、思想的有机体,
而成为冰冷数据的多维加总,成为数据生产过程中的无机要素,成为资本剥削的直接原材料,成为“数字

化个体冶。
“数字化个体冶与传统雇佣工人的差别在于:第一,“数字化个体冶的工作时间突破了“八小时冶或任

何意义上的工作时长限制,使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把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卷入进来。 “数字化个体冶的上

网痕迹、运动轨迹、睡眠数据、消费支出等,都成为产品或生产商品的原材料。 数字平台运用日新月异的

技术工具和精巧算法发掘数据背后蕴含的巨大商机,不仅机器设备等“死劳动冶可以实现 24 小时运转,
每一位“数字化个体冶都能够全天候为资本劳作。 第二,“数字化个体冶涵盖的人群突破了劳动人口,把儿

童、老人、残疾人甚至完全丧失一般意义上劳动能力的人都纳入“数据生产者冶的行列,极大地扩展了劳

动力来源。 第三,“数字化个体冶的生产空间突破了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空间,进入非营利性机构和公共

服务部门,甚至自然经济的残留领域,推进了社会生产的部门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进程。
以数据为载体,不同地区、部门、机构的“数字化个体冶都在从事资本控制下的数字生产劳动。

2.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数字化个体冶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形式的奥秘时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

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

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冶 [16]89从表面上来看,“数字化个体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技术

层面变化的反映,但深入来看,其更昭示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进。
第一,“数字化个体冶并不拥有关键性数字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对传统雇佣劳动来说,劳动者不拥有

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冶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在数据商品生产过程中,“数字化个体冶也不拥有生

产数据商品的关键性生产资料,如平台系统、信息网络和强大的数据处理设备等。 由于数字平台具有规

模效应、网络效应、自然垄断等特征,数据只有在被大量收集、处理、分析的前提下才具备生产资料的属

性,因此“数字化个体冶依然是处于丧失生产资料的“一无所有冶的状态,其所拥有的碎片化数据和终端设

备并不能被视为生产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讲的“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冶 [16]210。
第二,资本为再生产出“数字化个体冶所支付的代价大为降低。 在雇佣形式的数字劳动中,劳动力再

生产仍然要用传统意义上的“工资冶形式来完成。 但是,在大量非雇佣形式的数字劳动中,资本几乎不需

要为其生产过程中“数字化个体冶的劳动力再生产付出代价,即使有一些这种“工资冶,也只是极为微薄的

点击量报酬、打赏或者流量提成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资本控制的数字平台可以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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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获取大量的个人数据;另一方面,平台也可以与“数字化个体冶谈判,支付极少的费用以获取部分中间

数据。
第三,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进一步增强。 互联网远不是一个虚幻、真空的空间,而是一个通过文化

和技术劳动产生连续价值,并使这些价值不断流入整个网络社会的空间[10]9。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中,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增强建立在资本垄断相关数字技术的基础上。 一方面,从数据商品的生产过程

看,资本完全忽视个人对数据的所有权及其权益,强制劳动几乎成为数据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资本需

要做的就是尽可能构建起生产和生活全方位的数据网络,以便收集数据。 现实中,应用程序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的问题普遍存在,这不仅给个人隐私带来安全隐患,也极大地便利了资本无偿获取非雇佣数字劳

动的剩余价值。 个人客户端应用程序在使用前往往会不同程度要求获取照片、通讯录、短信电话记录等

个人信息,数字平台的使用条款会告知用户在产品使用过程中数据将会被采集,如果用户不同意条款内

容则无法使用该产品。 而有些平台甚至连使用条款都没有,用户生产的个人数据和中间数据被肆意采

集,人脸特征、声音特征、指纹信息等数据被强制收集甚至窃取的乱象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从“数字化

个体冶自身来看,人们的生产生活愈发难以摆脱数字技术,即使清楚地知道数据被收集利用的风险,用户

也很难拒绝各种涉及数据收集的“霸王条款冶和偷窃行为。 “数字化个体冶无法脱离资本打造的“胁迫

式冶数字劳动陷阱,进而使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进一步增强。
总体来说,资本不断加强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以更好发掘非雇佣数字劳动生产的数据,进而获取

更多剩余价值。 从短期看,率先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产业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从
中期看,数字革命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伴随着资本对非雇佣数字劳动的剥削加剧,资本积累在速度

和规模上都会进入一段繁荣期,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平均利润率将比传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有所提升;
从长期看,随着各产业部门间竞争加剧,一般利润率将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马克思指出,“资本发展成

了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需要从事更多劳动冶 [16]359。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化个体冶
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强制关系,从而实现对比工人阶级更为广泛的“数字化个体冶的剥削。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资本在“精力、贪婪、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

制度冶(Christian Fuchs,2012) [25]。
综上所述,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冶在数字资本

主义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虽然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没有改变,即生产资料依然为

资本家私人所有;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实质也没有改变,即资本家仍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劳动所产生的

剩余价值;但是剥削的范围得到极大的拓展,资本家不但占有其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还占有其雇佣体

系外的“数字化个体冶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而且由于资本家与非雇佣数字劳动者没有形成正式的雇佣

关系而使这种剥削更为隐蔽,同时社会生产生活全领域的数字化也使数字劳动对数字资本的依附性进

一步增强。 可见,数字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效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进步,但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

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改变资本家

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劳动者的生产关系,反而使资本家的剥削对象从雇佣工人拓展到“数字化个体冶,并
且剥削关系更为隐蔽,劳动也更加依附于资本。 因此,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大的贫富

差距并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五、结语

数字经济为生产力发展、经济运行效率提升以及生活便利提供了巨大契机和动能,数据逐渐成为社

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 与此同时,资本推动了数据的商品化进程。 和传统物质性商品一样,数据商品具

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数据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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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判能力。 数据作为劳动成果和商品加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在人类活动数

字化的背景下,资本势力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进一步入侵,凭借技术进步偏向性推动一些本不属于生

产性劳动的人类实践活动转化为生产性劳动,即将大量数字活动转化为非雇佣数字劳动,进而极大地拓

展剩余价值的来源。
基于数据分类可以将数字劳动分为雇佣和非雇佣两种形式,雇佣数字劳动主要是企业雇佣体系内

的劳动力生产“生产经营数据冶劳动,非雇佣数字劳动则主要是企业雇佣体系外的劳动力生产“个人数

据冶“中间数据冶“公共数据冶的劳动,资本家能够同时占有这两种劳动成果。 由于非雇佣劳动形式的出

现,数据商品的价值(剩余价值)构成也分为雇佣劳动产生的价值(剩余价值)和非雇佣劳动产生的价值

(剩余价值)两个部分。 资本收集到的个人数据、中间数据以及公共数据越多,强占和窃取的非雇佣数字

劳动的劳动成果就越多,剩余价值率也就越高,继而实现对其雇佣体系内外所有社会人的剥削以及“人
的数字化冶。

随着资本对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日益拓展和强化,“数字化个体冶使数字资本主义突破了传统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人群和劳动空间等方面的限制,但“数字化个体冶并不拥有关键性生产资料

的所有权,而资本为劳动力再生产所付出的代价大幅降低,劳动对资本的依附性也进一步增强。 数字资

本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但拓展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剥削范围———资本家的剥削对象

从雇佣工人拓展到“数字化个体冶,并使其得到强化(数字劳动者对数字资本的依附性不断增强)和更为

隐蔽(资本家与非雇佣数字劳动者之间没有雇佣关系或只有隐性雇佣关系)。
虽然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最为普遍的社会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其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 数字资本

主义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不断拓展和强化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进而加剧资本主义社会

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 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面对数字革命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要积极发展数字

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克服私人资本控制数字平台可能带来的弊端,确保数字技术服务于人民和社会经

济发展。
在缺乏政府引导和必要管制的情况下,任由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控制和垄断数字平台,往往会

导致数据被资本违规收集和滥用,甚至危害国家安全。 例如,打车平台所储存的大数据中包含了一定时

间内所有用户的出行数据、道路数据、街景数据等,这些数据经过处理能被运用于军事、经济等各个重要

领域,其被违规收集和滥用的风险也不言而喻。 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加强立法,进一步推进

依据数据来源或所有权对数据进行分类的工作,承认数据生产者对数据的所有权和数据使用的决定权,
通过法律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规范各类数据的使用范围和程序。 第二,将数字平台作为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鼓励国有资本进入以体现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探索建立政府主导、社会所有

的数字平台单位,提供更多公共数据产品,使数字平台直接服务于广大人民。 第三,加强对数字平台日

常运营及数据使用的监管,防止数据被不法分子滥用或被敌对组织利用。 第四,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在二次分配中推进全民保障体系建设并落实基本收入补贴,减轻智能制造、数字化背景下就业变迁

和数字收益可能带来的分配不公及财富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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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鄄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and Digital Individuals: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LIU Wei鄄jie1, ZHOU Shao鄄dong 2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 P. C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ata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core element of social production. Data has become a commodity pushed by capital under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The labor for producing data commodities includes 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and non鄄
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produces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data mainly with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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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system, while non鄄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produces personal data, intermediate data and public
data outside the employment system. Capitalists can possess the fruits of these two kinds of labor and their
surplus value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greatly expand the source of surplus value, capital forces invade
from the field of production to the realm of life by technological bias, transforming a large number of digital
activities into non鄄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and the workers engaged in non鄄employment digital labor are
abstracted into a series of data and then become “digital individuals冶 . The “digital individual冶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capitalist production methods in terms of labor time, labor population, and labor
space, but it does not have the ownership of key digital production materials, thus becoming the object of
exploitation by capitalists. However, the cost paid by capital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digital individuals冶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and labor爷 s dependence on capital has further increased. It can be seen that digital
capitalism has not changed the essence of capitalist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but has expanded the scope of
exploitation, increased the intensity of exploitation, and enhanced the concealment of exploitation.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actively developing the digital economy, China should not allow private capital, especially
foreign capital, to control and monopolize digital platforms, and should take better advantage of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data goods; digital labor; non鄄employment labor; digital individual; digit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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